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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策制訂者所遭遇的問題越趨龐大、複雜及動態，政策執行結果也往往不如當初所預期，本研究首

先列舉出一些常見政策制訂者對政策的預期與實際執行可能結果不一致的情形，並以台灣制訂武器系統

發展政策的個案為例，利用系統動態學的方法建構動態模式，說明系統動態學的方法如何協助政策制訂

者洞察問題及制訂政策；最後，作者以本研究之個案為例，深入討論政策制訂者對政策的預期與實際執

行結果不一致的可能原因及系統動態學模式的具體貢獻。 

關鍵字：武器系統發展政策、研究發展、系統方法、系統動態學  

 
1. 前言 

隨著社會的變遷及科技的進步，政策制訂所涉

及的問題越加龐大、複雜及動態，因此政策的制訂

越來越困難  (Forrester, 1994; Senge, 2000; and 

Sterman, 2002) ；可悲的是，我門被迫面對這些困

難；因為，社會的主要政策卻無止境的影響著我們

的現在及未來(Churchman, 1963 and 1979)，但學界

目前提供的公共政策的制訂卻未能令人完全滿

意；學者Jenny and Russell說：「每一件我們熟悉的

公共政策執行的結果均不如當初所想像，許多產業

發展計劃也無法符合預期結果」（Jenny and Russell, 

2001）；此外，實務經驗也經常發現我們雖然努力

解決持續不斷發生的問題，但事實上卻是使問題變

得更糟，甚至陷在製造更多問題的困境當中 

(Sterman, 2000)。本研究列舉一些常見政策制訂者

對政策的預期與實際執行結果不一致的對照表，如

表1：   

 

表 1. 政策制訂者對政策的預期與實際執行結果不一致的對照表 

政策制訂者的預期 政策執行實際成果 

 政策制訂者預期可以立即

產生績效 
 施政遲遲不見成果，使執行者失去信心。 

 立意良善  得到惡意的結果 

 有效解決特定問題  確實有效解決特定問題，但政策的副作用，衍生出更多問

題。 

 部門最佳化的政策  與其他部門或系統整體利益相衝突 

 單純地由系統內部解決問

題 
 政策執行推動力越大，造成的的阻力也越大，無法改善績

效。 

 
以新興工業國家制訂武器系統發展政策為

例，國家政策與國際市場關係的相互依存與矛盾，

以及國家的武器採購政策與建立武器系統獨立發

展能力相互抵觸等因素使得國防科技政策的制訂

陷於兩難的窘境(Jan, 2003, 2005)；此外武器研發的

一些獨特的性質，例如研發能力成長的延遲、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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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短期的效益不一致、部門間的利益衝突及環環相

扣的因果關係等，都使得武器發展政策的制訂變得

愈加動態及複雜（Jan and Jan, 2000）。當政策制訂

者面對這種龐大、複雜及動態的議題時，直覺及心

智模擬能力已經無法應付（Forrester, 1980）；因此，

提供一種適當的方法來輔助政策制訂者處理實務

上所遭遇的困難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系統動態

學的建模者可以結合自己的專業及委託人的需

要，建構一個動態模擬模式，藉以分析複雜的結

構，尋找問題產生的根源，並模擬各種政策的長期

發展趨勢，以增加政策制訂的品質，提高民意機構

的參與意願及支持（Richardson, 1996 and 1999；

Stave, 2002）。  

本研究以台灣制訂武器系統發展政策為個案

研究對象，展示系統動態學的方法論如何協助台灣

政府處理這種複雜、龐大及動態的問題，並制訂長

期政策。以下的內容第二節介紹有關系統動態學的

基本概念；第三節說明為什麼使用系統動態學來處

理武器系統發展的議題；第四節提出一個實務性的

個案研究，說明台灣如何利用系統動態學為方法論

協助制訂武器發展政策；第五節以本研究提出之個

案為例，深入討論政策制訂者對政策的預期與實際

執行結果不一致的可能原因及系統動態學模式對

政策制訂實務的具體貢獻；最後是本文的結論。 

 

2. 關於系統動態學 
系統動態學(System Dynamics；SD)係由美國麻

省理工學院佛睿思特教授(Jay W. Rorrester)於1956

年提出(Forrester, 1961)，佛睿思特教授採用系統思

考的哲學來定義問題，並利用因果回饋環路來詮釋

變數間環環相扣的因果關係，接著再利用資訊回饋

理論建構動態流程圖(Dynamic Flow Diagram)，描述

系統內部資訊與實體流動的機底機制(Underlying 

Structure)，最後建構動態模擬模式，模擬系統的歷

史行為，並進一步利用這個模式模擬各種政策的長

期發展趨勢，進而找到徹底改善系統績效的政策

(Forrester, 1961；Coyle, 1996；Sterman, 2000)；因此，

系統動態學不但是一種工具、一種方法，更是一種

概念（謝長宏, 1980）。 

統動態學強調二個基本信念(Belief)：1)系統的

行為主要是受到系統結構的影響，透過結構設計的

改變可以改善系統行為，意即：「系統結構決定行

為」；2)要實際瞭解一個系統，應該是從它內部實體

與資訊的潛層流動(Underlying flows)，而不是系統

中個別的功能。透過觀察環境實體與資訊的流動，

管理者能進一步瞭解系統中各次系統間的互動情

形，並以一種自然方式跨越視野障礙，建構一個有

意義的整體系統(Roberts, 1978)。基於這種基本信

念，系統動態學的方法具備下列五項特質： 

1) 以系統方法整合複雜結構的問題和政策目標，以

因果回饋環路分析變數之間環環相扣的因果關

係，並透過因果關係的釐清來尋找問題產生的根

源(Sterman, 2002；Jan, 2003)。 

2) 以流體(Flow)流動的觀點協助觀察系統內部各部

門的互動關係，整合部門與部門之間以及部門與

整體之間的利益衝突(Roberts et al., 1978；Senge, 

1992)。 

3) 採用動態程式語言建構數學模式，其特殊函數的

設計，包括表函數(Table Function)、滯延函數

(Delay Function)、及其他邏輯函數等，適合處理

涉及非線性的變數關係及具有緩慢、漸進和累積

特性的實務問題(Roberts, 1978；Coyle, 1996；Jan 

and Jan, 2000)。 

4) 系統動態學嚴格的邏輯操作與遞迴式地將動態模

擬分析結果回饋修正模式及政策制訂者的觀念，

此過程可以有效彌補人類直覺及心智模式模擬的

不足，適合處理長期、動態、反直覺及重要政策

介入點不易察覺的問題(Coyle, 1996；Sterman, 

2002)。 

5) 藉由“What….If…”的模擬功能，協助政策制訂者

瞭解各種政策選項實施後，可能的長期發展趨勢

(Roberts, 1978；Forrester, 1994)。 

系統動態學擁有上述這些特質，正可以輔助政

策制訂者探討問題的結構，並藉由動態模式的建

構，模擬各種政策可能的長期發展趨勢及績效。下

一節作者以武器系統發展的個案為例，進一步介紹

使用系統動態學來協助制訂武器系統發展政策的

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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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系統動態學制訂武器系統發展政策

的理由 
作者長期參與武器系統研發及科技管理實

務，目前夥同十餘位研究同好參與推動研發政策；

以下作者描述一些重要的武器系統研發特性，這些

關鍵因素無法使用傳統的量化方法來作有效的處

理，而系統動態學正可以用相對簡單的方式迎戰這

些問題。 

‧ 研發能力培養的延遲。 

‧ 各階層官僚組織間的問題相互依存。 

‧ 各部門利益與國家整體利益衝突。  

‧ 短期利益的追求會傷害長期目標的達成。  

‧ 變數間的非線性關係。 

上述這些重要的議題作者進一步說明如下： 

 

3.1 研發能力培養的延遲 
武器系統研發能力的成長培養是一種知識及

經驗累積的過程(Blanchard, 1991)，從基礎研究到將

關鍵技術開發再應用到武器系統發展上，整個過程

具有明顯的延遲現象(Jan and Jan, 2000) ，再者一個

大型武器系統的研發專案從三軍需求確認開始，由

研發單位執行概念設計、設計驗證、全型發展到生

產部署(DoD, 1990; Shishko, 1995)；整個過程超過十

年(Nicholas and Rossi, 1997)。 

台灣於 1969 年成立中山科學研究院負責主要

武器系統研發任務，初期的研究方向著重於將基礎

科學應用於武器系統的奠基研究、關鍵技術開發、

多管火箭、攻船飛彈與教練機等武器系統之研發，

歷經十餘年的人才培育及技術能量的累積，始於

1980 年初陸續成立多項大型武器系統研發計畫，含

雄風、天弓、天劍、光華及安翔計畫等，又歷經十

餘年的努力，於民國 1990 年初先後完成上述各項

計畫的研發任務，進入量產及部署服役階段。從上

述歷程顯示，武器系統研發單位從成立到有能力完

成先進的大型武器系統研發，保守估計需要 25 年

的時間(CSIST, 1997)，而這整個過程必須要有穩定

的政策支持。 

 

3.2 各階層官僚組織間的問題相互依存 
武器系統發展結構可區分為三個層次的問

題，即 1)國家的建軍願景，2)國防科技政策，及 3)

軍備體系(Jan, 2003)，三個層次的問題互為因果環

環相扣，無法單獨從任何一個層次著手(McEntire, 

2002)。因為沒有明確的長期建軍構想，國防科技發

展方向將缺乏引導，沒有穩定的國防科技發展政

策，研發單位無法持續累積能量；沒有軍民資源共

享、人才技術相互為用的軍備體系，全民國防的理

想無法落實。 

此外，各層級的各部門間，各自既獨立又相互

依賴的運作關係，使得武器系統發展政策制訂的問

題更加複雜；因此，武器系統發展政策制訂的實務

及學術研究工作，必須以整體及長遠的觀點來思考

問題，將各部門視為國家整體不可分割的次系統，

否則不當的政策（例如：追求部門最大績效、眼前

利益及不當的隔離或切割問題），將傷害國家整體

利益及阻礙長期目標的達成(Ackoff and Pourdehnad, 

2001)。 

 

3.3 各部門利益與國家整體利益衝突 
官僚組織充份分工的結果，使得國家各部門醉

心於追求個別的最大利益；然而，各部門的最大利

益往往與國家整體利益相衝突(Ackoff, 1977)。冷戰

時期美蘇的軍備競賽，使得蘇聯過分膨脹國防預

算，最後整個國家因經濟崩潰而解體。 

台灣 1949 年與中國大陸分裂以後，以美國為

主要盟邦，並從美國輸入大量軍品，長期與中國大

陸隔著台灣海峽處在敵對狀態，為了對抗中國大陸

的武力威脅，近十年來台灣從國外採購超過 180 億

美金的武器裝備，位居全世界第一（第二至五名分

別為：沙烏地阿拉伯、中國、土耳其、南韓）。 (SIPRI 

Yearbook, 2002；Jan, 2005). 

台灣這種大量外購的政策雖然可以快速建立

軍備，但龐大的國防投資產生預算的排擠效應，國

內基礎建設投資不足，阻礙整體工業水準提昇，

2001 年起產生經濟成長衰退，失業率升高；更可怕

的是大量的外購裝備表面上可免除研發及生產的

投資，對獲得成本及建軍時程有利；但事實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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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年武器系統的生命週期來看，獲得成本僅

僅是冰山的一角而已，部隊操作維修的時效及成本

(即所謂妥善率，so-called availability)才是更應關注

的重點(Harold, 1995; Blanchard, 1990)，且武器的性

能需配合科技的演進不斷更新(up-grade)，外購裝備

雖然部份性能優異，但性能無法隨著科技的進步隨

時更新，從裝備獲得的那天開始，相對於敵軍的戰

力提升，性能便逐年下降(Jan, 2003 and 2005)。 

 

3.4 短期利益的追求會傷害長期目標的達成 
1990 年代初期東歐及蘇聯等共產集團相繼瓦

解，結束了共產及民主兩大集團的對壘情勢，此時

世界經濟發展又陷入蕭條，世界各國因而紛紛裁減

國防預算，使得國際軍火市場交易冷淡，各軍火輸

出大國紛紛出售高性能武器以換取外匯，這種趨勢

提供部份新興工業國家及開發中國家採取向國外

市場採購武器裝備來快速建立戰力的機會。 

三軍作戰單位傾向於向國外軍火市場採購現

貨的主要誘因有：1)降低武器的獲得成本（包括研

發及生產成本）；2)縮短武器獲得時間，快速建立作

戰能力，滿足當政者追求任內的短期績效；3)可以

跟軍品輸出國建立戰略聯盟的夥伴關係。然而，這

種追求短期利益的政策，長期卻衍生出許多副作

用：  

‧ 依賴國外採購武器裝備，國防政策無法自主；一

但外購管道再度受阻，國人又沒有能力研發下一

代武器，國家安全立即受到威脅。 

‧ 龐大的軍品外購預算產生預算排擠效應，國內基

礎建設投資不足影響經濟發展。 

‧ 更重要的是就武器系統二三十年的生命週期來

說，武器的獲得成本僅是冰山的一角；實務經驗

顯示，在整個生命週期中，武器裝備的維護必須

仰賴軍品輸出國家提供維修料件，這種情況不僅

將使武器裝備的妥善率降低，老舊裝備的維護更

使得國軍不堪負荷。(Blanchard, 1991；Jan, 2003) 

 

3.5 變數間的非線性關係 
複雜的系統中，變數與變數間的非線性關係，

使得傳統的量化工作的過程變得更加複雜與困

難，系統動態學採用表函數的設計，描述變數間非

線性的對應關係，大幅簡化量化的困難度；以武器

系統 R&D 工作為例，因為研發能力[註一]成長延遲的

特性，使得研發能力的成長與核心人力的增加並不

呈現單純的線性關係，依據長期對中科院實務的觀

察及匯集資深科技人員的意見與經驗，核心人力與

研發能力的非線性如圖 1 所示，這種非線性關係類

似成長形曲線[註二]。(Li and Rajagopalan, 1998; Childs 

and Triantis, 1999; Zangwill and Kantor, 1998 )  

 

 

 

 

 

上述這些政策制訂問題的特性，主要包括龐

大、複雜、動態、延遲及變數間的非線性關係，傳

統的量化方法無法有效處理這些問題  (Ackoff, 

1979; 2001)。系統動態學採用下列方法巧妙的面對

上述這些實務問題： 

1) 以系統方法定義問題。 

2) 利用因果回饋環路及動態流程圖分析複雜系統的

機抵機制(underlying structure)。 

3) 設計延遲函數（Delay Function）處理延遲的問

題。 

4) 設計表函數(Table Function)處理非線性關係的問

題。 

                                                 
註一：本研究為了進行量化模擬的需要，在此我們

將研發能力定義為：「發展武器系統必須具

備之關鍵技術的知識與經驗之累積，是一種

客觀存在能力，而且可以逐項地計數與累

計」。 

註二：核心人力與研發能力非線性關係的詳細敘

述，讀者可參考作者發表在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51:1041-1050
的期刊論文。 

 

圖 1 核心人力與研發能力的非線性關係 

核心人力數 

研
發
能
力
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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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採用微分方程式計算方式，將時間的變數納入模

式中，成功地發展出動態模擬模式。 

因此，系統動態學可以利用相對簡單的分法有

效處理這些動態性複雜的世界 (Forrester, 1994; 

Richman, 2000; Senge, 2000)；以下的章節，作者以

台灣制訂武器系統發展政策為例，展示系統動態學

如何協助政策制訂者、建模者及監督者洞察問題並

制訂可靠的政策。 

 

4. 個案研究：以台灣制訂武器系統發展政

策為例  
根據上述對武器系統研發特性的分析，抽取關

鍵性的變數來建構系統動態學的模式，藉以說明台

灣武器系統發展在國際軍品市場競爭及國家武器

獲得政策改變的交互影響下，研發能力成長與衰退

的系統行為說明如下： 

 

4.1 研發能力的成長 
早期因為台灣的研發能力不足，國際軍品市場

上無談判籌碼，軍品外購困難且價格昂貴，迫使台

灣採取自力研發的政策，中科院在數十年穩定發展

的情況下，緩慢地建立研發能力，隨著研發能力的

提昇同時也增加國防部決策單位及使用部隊的投

資信心，而加速武器系統研發的投資，加速投資的

結果使得研發能力更快速提昇，圖 2 顯示研發能力

成長的因果回饋環路。 

 

 

 

 

 

 

 

 

 

武器系統研發初期經長期累積科技基礎，在穩

定的政策支持下早期研發能力持續緩慢成長，而當

中科院累積充分經驗與技術時，專案研發的時程及

成本均可大幅的降低，研發能力的成長速度也不斷

增加。圖 2 的因果回饋環路是一種正性或成長的回

饋，研發能力成長的現象可類比為滾雪球效應。 

 

4.2 研發能力成長的延遲 
武器系統的研發技術較一般民間工業技術在

應用科學上複雜度較高，人才的培育需仰賴長時間

的在職訓練，依照實際執行武器系統研發的經驗，

研發工作人員中約有 40%的科學及工程人力，一般

來說新進的科學或工程人員在職訓練時間約需 4-5

年，方能勝任專業科技工作，專業科技人員約需再

訓練 4-5 年，方能勝任系統工程工作，而且並非每

一位專業科技人員均可勝任系統工程工作；對武器

系統研發單位而言，這些系統工程人員均是武器系

統研發的核心人力，核心人力決定了研發能力。研

發能力的提昇關鍵在於科技人才的培育，而核心科

技人力之培育長達 8-10 年，這是明顯的遲滯現象，

因此研發能力成長的速度非常緩慢。 

 

4.3 研發能力的衰退 
隨著研發能力的提昇台灣在國際軍品市場上

增加了談判籌碼，外購成本因而降低，加上自力研

發成本高、時程長及長期以來使用部隊對外購武器

裝備性能較有信心等因素，主要武器系統獲得政策

在國際軍品市場競爭的情況下由自力研發轉向外

購獲得，表 2 的例證可以說明：「武器系統研發實

力是武器裝備外購獲得的基礎」；因此當台灣具有

武器系統研發能力時，在國際軍品市場上即可擁有

較有利的談判籌碼，包括裝備的選擇權、議價權、

性能要求及其他主控權等。在這種主客觀情勢的驅

使下，台灣的武器系統獲得政策立刻由自力研發轉

向國外採購。 

 

 

 

Weapon Systems
R&D Investment

+

User
Confidence 

+ 

+ 
R&D

Capability 

  

Delay 

研發能力成長的因果回饋環路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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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台灣高性能武器系統裝備研發成功後突破外購限制之例證 

武器類別 自力研發成功武器 外購獲得之該類武器 
高性能戰機 IDF 經國號戰機 •法幻象 2000-5 戰機 

•美 F-16A/B MLU 戰機 
短程空對空飛彈 天劍一型飛彈 •法魔術二型飛彈 

•美 AIM-9L 響尾蛇飛彈 
中程空對空飛彈 天劍二型飛彈 •法 MIC 雲母飛彈 

•美麻雀飛彈 
地對空飛彈 天弓飛彈 美愛國者飛彈 
反艦飛彈 雄風飛彈 魚叉飛彈 
戰    車 勇虎號戰車(M48A5) M-60 戰車 
飛彈巡防艦 成功級巡防艦 •法拉法葉巡防艦 

•美派里級巡防艦 

資料來源：國防管理學院熊培霖教授 (1997) 

 
在國家武器系統獲得預算無法大幅成長的情

況下，外購武器裝備預算增加，使得研發單位獲得

之研發預算逐年減少，研發單位獲得之預算無法維

持現有人力及設備，被迫進行縮編及人力裁減，而

大量人力裁減的結果使得數十年辛勤建立的研發

能力快速衰退，圖 3 顯示研發能力成長與衰退的因

果回饋環路。 

從上述討論得知研發能力先緩慢的成長再快

速的衰退，這種型態的演進是一個明顯的事實，但

其演進的時間長，從開始著手自力研發到研發能力

成熟，再到研發能力衰敗，整個過程超過 30 年。 

 

 

 

 

 

 

 

  

 

 

4.4 模擬結果與討論 

 

假如台灣任由武器系統研發機構暴露在武器

裝備競爭市場運作的基本模型，模擬結果與實務比

較說明如下： 

1)研發人力的模擬 

中科院成立於 1969 年，初期以建立基礎研發

能力及人才培育為主，1979 年中美斷交，1982 年

中共與美國簽署「八一七」公報，台灣武器系統進

口管道受到中國阻撓。此時中科院已具備大型武器

系統研發能力，遂在「國防自力自主」的政策指導

下，先後成立安翔、雄風二型、天弓、天劍、光華

等大型專案研發計畫，所獲得之研發預算逐年增

加，最高佔武器發展總預算之 50%左右。為了配合

緊急提昇戰力時程的需要，必須對外大量召募研發

人員，研發總人力數不斷累積，民國 1989 年所累

積之總人力數達到高峰，超過兩萬人。 

1990 年以後，各大型專案研發計畫相繼完成，

中科院獲得之研發預算減少，1992 年以後因武器裝

備外購管道開放，台灣武器系統獲得政策急速轉變

為以外購為主，中科院獲得之研發預算逐年銳減，

按國防報告書揭示的比例，中科院獲得之研製預算

不及武器獲得預算﹙含內購及外購﹚之 20%。 

適逢國軍強力推動精實計畫，且中科院獲得之

預算已無法維持現有人員，在政策的導引及現實的

困境雙重壓力下，中科院被迫大量精簡人力，目前

全院總員工數約僅 8,500 人；模式模擬結果顯示研

Wea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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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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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 3 研發能力成長與衰退的因果回饋環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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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人力的消長趨勢與實務上中科院的人力消長狀

況相似如圖 4（圖 4 中的點線表示中科院最近二十

年的實際人力數）。

 

 

 

 

 

 

 

 

 

 

 
2)研發能力的發展趨勢模擬 

中科院成立於 1969 年，初期的研究方向著

重於將基礎科學應用於武器系統的奠基研究、關

鍵技術開發、多管火箭、攻船飛彈及教練機等武

器系統之研發，在穩定政策的支持條件下，歷經

十餘年的人才培育及研發能力的累積，始於民國

1980 年初起開始從事較大型計劃的研發任務，再

經過十餘年的努力及緩慢而穩定成長，1992 年起

陸續完成上述計劃，隨著上述計劃的陸續完成及

台灣武器系統獲得政策受國際軍品市場影響，由

自力研發為主的政策轉為以外購為主的政策，中

科院獲得預算不足，使得研發人力大量流失且員

工工作意願低落，研發能力因而逐年衰退；過去

36 年及未來 5 年的研發能力趨勢模擬如圖五。 

 

R&D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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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 Capability" : Buy Oriented Policy Dmnl
 

3)政策分析 

研究單位的研發能力建立非常困難且緩慢，

而且要在長期穩定的政策支持條件下才能逐漸累

積研發能力，但科技人才流失造成研發能力衰退卻

非常容易且快速。本研究發現，研發能力的培養需

要在長期而穩定的政策支持下才能非常緩慢增

加，但當良好的條件不存在時，如政策改變或環境

衝擊過大而超過組織的調適能力時，則長期累積的

研發能力會因為人才的大量流失而快速衰退。 

1969 年至 1991 年間，中科院在穩定政策支持

下，研發預算佔國軍武器獲得預算比例從 0 逐漸增

加到 0.5，研發能力也不斷成長，1991 年以後假如

中科院獲得之預算比例若能維持在 0.5 左右，則研

發能力仍可持續成長。然而台灣研發能力的成熟打

開了外購管道，在武器裝備市場的競爭壓力及國軍

急欲籌建二代兵力的情況下，台灣主要武器系統自

圖 5 研發能力的發展趨勢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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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研發預算比例從 0.5 下降至 0.2 以下，造成中科

院研發人才大量流失員工，導致士氣低落。因此，

今後台灣如果要維持適當的研發能力則必須付出

更多的預算、時間及努力。 

圖 6 顯示台灣三種可能的武獲政策相對造成

研發能力發展的模擬結果，曲線 1 表示中科院獲得

國軍主要武器系統發展總預算的比例為 0.2 以下

(即近十五年來國軍所編列的比例)，我們可稱之為 

“外購導向的武獲政策”，它的結果導致台灣武器系

統研發能力快速衰退。曲線 2 表示自力研發的比例

從今年起修正為 0.5，我們可稱之為 “外購與自力

研發均衡的武獲政策”，這種政策使研發能力在一

段時間衰退後可恢復目前已達成的水準。曲線 3

顯示自力研發的比例從今年起修正為 0.7，我們可

稱之為 “自力研發導向的武獲政策”，這種政策可

以使台灣武器研發能力在一段較短的時間衰退後

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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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討論 
5.1 問題回顧 

透過本研究對系統動態學建模過程的描述

及台灣制訂武器系統發展政策的個案研究，讓我

們回顧表一所列舉的政策實務問題，作者試著把

政策制訂者對政策的預期與實際執行結果不一

致的可能原因整理如下： 

1)政策實務發現一： 

政策制訂者預期可以立即產生績效，但實際上施

政的結果卻遲遲不見成果，使執行者失去信心。 

透過系統動態學建模發現的問題形成原因： 

武器系統研發能力的建立，必須依賴核心人

力的培養及經驗的累積，研發的投資不可能有立

竿見影的成效，缺乏耐心及遠見的施政者，往往

因此失去信心；研究顯示，台灣從 1969 年成立

中科院開始進行武器系統的研發，經過 16 年的

人才培育及經驗的累積，直到 1985 年才有能力

進行大型的武器系統研發工作，又經過十年的努

力，先後完成三彈一機的主要武器系統研發；保

守的估計開發中國家從成立研發單位到研發能

力成熟，約需 25 年的時間，此期間武器研發單

位必須獲得政策的穩定支援。 

 

Present

1
2

3

1
2

3

 
圖 6 三種可能的研發能力發展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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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實務發現二： 

缺乏系統觀的政策經常產生立意良善但卻得到惡

意的結果 

透過系統動態學建模發現的問題形成原因： 

許多政策的執行初期立意良善，政策執行後

在短期內確實獲得可觀的成果，但長期來說，最

後卻可能獲得惡意的結果；本研究發現，當台灣

研發能力成熟之後，在國際軍火市場上具有較強

的談判籌碼，使她們有能利用較便宜的經費買到

比以往性能優異的武器，這種客觀條件的成熟使

得台灣希望加速追趕與中國軍力平衡的企圖得

以透過向國際軍火市場採購現貨來實現。台灣的

武器獲得政策便快速由自力研發導向轉向國外

購買導向，大量的國外軍品採購政策，使得台灣

成為世界最大軍火輸入大國。 

大量軍品採購確實能使台灣快速提昇國軍

戰力，暫時達到維持國家安全的目的；然而，國

外採購導向的政策，產生預算排擠效應，國內研

發經費不足，迫使武器研發單位大量裁員，武器

系統研發能力便迅速崩解，最後在國際市場上再

度喪失談判籌碼；況且武器的性能需配合科技的

演進不斷更新，外購裝備雖然部份性能優異，但

性能無法隨著科技的進步隨時更新，從裝備獲得

的當時開始，相對於敵軍的戰力提升，性能便逐

年下降，台灣企圖透過外購軍火快速追趕與中國

軍力平衡終究難以實現；目前自力研發武器時效

無法滿足與中國軍事抗衡的迫切性，必須再度大

量採購國外軍品，使得台灣的武器獲得政策陷在

追求短期利益的泥沼中，而無法自拔。 

3)政策實務發現三： 

許多政策執行是為了有效解決特定問題，但政策

的副作用卻可能衍生出更多問題。 

透過系統動態學建模發現的問題形成原因： 

誠如前述，台灣為了快速建立戰力、降低武器獲

得成本等因素，1992 年之後武器獲得政策由自立

研發轉向國外採購，大量軍購的結果固然可以降

低武器獲得成本及快速建立戰力，維持台灣海峽

的武力平衡；然而，這些追求短期利益的政策，

卻在數十年甚至數年後衍生出更多的問題；例

如，第一：仰賴國外採購軍備造成國防政策不能

自主，第二：大量的軍品採購及裝備維持費產生

預算排擠效應，國內投資不足使得經濟蕭條，第

三：過去已建立的武器系統研發能力衰退等。 

4)政策實務發現四： 
專業分工的結果可以提昇各部門的效率，但追求

部門最佳化的政策可能造成該部門與其他部門或

系統整體利益的衝突。 

透過系統動態學建模發現的問題形成原因： 

台灣國防部為了追求國防強大，一昧追求戰力提

昇及降低裝備獲得成本等短期利益， 然而龐大

的軍品採購產生預算排擠效應，使得經濟及教育

部門預算不足。國內經濟建設投資不足，造成台

灣近年來經濟發展遲緩，2001 甚至造成台灣經濟

發展數十年來首度的負成長；教育經費不足也使

得台灣的教育預算比例名列亞洲四小龍之末，小

學生平均獲的教育經費尚不足韓國的十分之一

（陳雅玲，2006）；經濟發展遲緩及教育投資不

足，均將造成國家長遠發展的阻礙。 

5)政策實務發現五： 

政策制訂者經常單純地認為問題的產生來自於系

統內部，往往政策執行推動力越大，造成的的阻

力也越大，無法有效改善績效。 

透過系統動態學建模發現的問題形成原因： 

研究發現 1992 年之後，台灣的武器獲得政策

急速由自力研發轉向國外採購，自製武器系統的

預算不及軍品採購總預算之 18%（中科院，

2000）。負責國家主要武器系統研發任務之中科院

在毫無預警之情況下，所獲得之研發及產製的預

算逐年銳減，現有人力及設備無法維持，被迫精

簡組織及人力，使得中科院之研發總人力在十餘

年間從 21,000 人快速減少至目前之約 8,500 人。

研發人力快速精簡的結果，研發人員工作士氣低

落，使得許多高科技人才自動離職或提早退休；

這個研發重鎮在三彈一機等主要武器系統研製完

成後，已無顯著的研究成果（中科院，1997），過

去台灣投入龐大的研發預算，經過數十年的努力

建立的研發能力因而嚴重衰退。 

研究績效不彰的事實，使得主管單位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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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是內部管理不當所致，並制訂各種嚴格的規

定，要求中科院的科技人員遵守部隊的一致規

定，甚至造成多次員工走上街頭抗爭的情形；此

外國防部更一再要求中科院加速精簡人力，令人

詫異的是精簡人力的計劃在軍事單位變成了反淘

汰（詹秋貴，1999）。從熱力學的觀點來看，組織

歷經數十年的運作及發展，內部的亂度(Entropy)

會因為組織、制度、法規、觀念及文化逐漸的僵

化而不斷提高，而封閉系統的亂度一經產生便無

法再降低(熱力學第二定律)，任由新的措施不斷

提出、經營者不斷更替，政策執行推動力越大，

造成的的阻力也越大，績效卻無法明顯改善；殊

不知亂度的降低必須將封閉系統轉變成開放系統

（Rifkin，1980），而績效不彰問題的根源也來自

於研發系統之外的國家政策不當。 

 

5.2 系統動態學的研究貢獻 
透過台灣武器系統發展模式建構及政策分析的過

程，可以逐步引導參與者（包括政策制訂者、建模

者及監督者）的視野及對實務問題的洞察，研究發

現系統動態學的模型及引導建模過程具有下列具

體貢獻： 

1) 系統動態學採用系統方法從整體及長期的觀點

思考及定義問題，整合跨功能及跨學域的知識，

直接面對政策制訂的實務問題，不論在實務或學

術理論上均被認為是較貼近事實的方法論。 

2) 系統動態學利用因果回饋的圖形描述系統與環

境的互動及系統內部各變數間環環相扣的因果

關係，政策制訂者及建模者能過透過對因果關係

的分析及系統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從新定義問題

並調整概念（reconceptualising），這種建模的過

程發揮了充分討論的優點，可以引導思考並擴大

討論空間，有助於深入探究問題產生的根源。 

3) 過去軍方經常利用所謂“國防機密”的藉口來規避

民意對國防施政的監督；本研究發現系統動態學

能有效地將政策制訂者及建模者的概念轉換成

概念模型，而不會造成國防機密外洩；這種概念

模型可以增加監督單位增加參與公共政策制訂

的深度及廣度，有助於民主機制的運作順利，提

高政策制訂的品質。 

4) 系統動態學的概念模型能將施政者思考的“黑箱”

（“black box”）過程，轉化成明白的施政理念

（bright ideas），透明化的政策決定過程，能提高

社會大眾對政策形成的信心及支持，能有效消除

軍中過去黑箱作業的情形。 

5) 系統動態學的量化模擬功能，能夠使政策制訂

者、建模者及監督者深入而有效的討論各種政策

選項可能的長短期發展趨勢及績效；特別使監督

者清楚了解政策形成過程及問題解決方式，避免

政策制訂者與監督者無效的爭執及衝突。 

 

6. 結論 
系統動態學使用系統方法來定義問題，並藉由

因果回饋環路分析各變數間環環相扣的因果關

係，這種建模過程有助於政策制訂者、監督者及社

會大眾了解問題的結構、凝聚問題焦點、引導思考

及擴大討論空間，最後建構動態模擬模式，藉由

“What….If….”的政策模擬，分析各種政策可能的長

短期發展趨勢及績效；這種政策制訂的過程有助於

政策制訂的參與者透過討論不斷修正對問題的理

解及概念（reconceptualising），有效提高政策制訂

的品質，並可增加監督者及社會大眾的支持。 

本研究整理出一些常見政策制訂者對政策的

預期與實際執行可能結果不一致的問題，藉由對系

統動態學的基本信念及特性的說明及台灣執行武

器系統發展政策的個案研究，展示系統動態學如何

可以輔助政策制訂者探討問題形成的基底機制

(Underlying Structure)，並藉由動態模式的建構，模

擬各種政策可能的長期發展趨勢及績效；最後，作

者針對在前言中所列舉的政策實務問題，試著把政

策制訂者對政策的預期與實際執行結果不一致的

可能原因，透過台灣制訂武器系統發展政策的個案

進行深入探討。研究結果顯示，系統動態學方法可

能是政策學領域參與者的另一種正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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